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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村落，人们形成了各自的文化，成为某种文化的
人。当地球成为一个大村落，自然会有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
对话，并进而创造新的文化。而交往对话的前提是各种文化
都能发出自己真正的声音。

由此想到鲁迅的“至诚之声”。鲁迅曾愤慨旧中国的无
声，希望中国有人能像摩罗诗人那样“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
善美刚健”（《摩罗诗力说》）。鲁迅希望别人做的事情自己首
先努力去做，于是以数百万字的著作发出“至诚之声”。近百
年来，这至诚之声时时回荡在我们耳边。

鲁迅的声音，最强烈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严厉批判。
贫穷落后之时，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旨在唤醒民众，奋起自立。
在多元文化频繁交往、相互对话的当代，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
的批判却突显了另一个重要的意义，鲁迅的至诚之声为中国
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对话创立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和基础。因为
只有至诚之声，才能与世界上其他民族、文化真正对话。如鲁
迅所说：“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
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中国文明是伟大的文明，先贤们创立的各种文化理想是
美好的，但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并未尽善尽美地实现先贤
的文化理想，在文明的进程中也难免发生各种病变。当中国
文化隐疾发作时，中国陷入了贫困落后。要克服文化自身的
缺陷，必须身处文化之中的人能发出“至诚之声”，医治自身文
化的病变。

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揭开了传统文化黑暗的一

面，开启了真诚对待自己的文化态度，也确立了真正与其他文
化对话的立场。作为当今世界上的大国，在弘扬中国传统文
化的同时，也应有足够的自信反思自己文化中的不足之处。
敢于面对自己文化的丑陋之处，才是与其他民族、其他文化真
诚相对的姿态，才是真正的大国风范。在西方中心主义者的
眼里中国曾经被描述为丑陋的他者，于是，我们许多有识之士
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以纠正西方人的偏见。但往往如鲁迅所
指出的那样：“歌颂中国文明的也惟以光明的示人，隐匿了黑
的一面。”刻意美化或迎合西方兴趣的叙述并不能呈现真实的
中国文化，也无助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真正交往，不利于人类新
文化的形成。不同文化之间只有真诚、全面地呈现自己才可
能促进相互了解、共创新文化。

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作至诚之声，是为了更新传
统，以立善美刚健之人。鲁迅为人，极为真诚。面对社会上的
各种丑恶现象，其是非黑白大多心知肚明，但更多的人是因为
名誉、地位、安全而缄默不语，但鲁迅真诚地说出来了，发出

“至诚之声”，呈现至诚的人格气象。
鲁迅的“至诚之声”，深深感动了我，我在鲁迅杂文的解读

中聆听鲁迅的至诚之声，感受鲁迅的人格气象。在挫折中让我
奋起，在喧嚣中让我清醒。我想，我们应响应鲁迅的至诚之声。

敢于发出至诚之声，是大国风范，我们得以真诚地立足于
世界。追求至诚的境界，是世界文化发展的正当方向。

（作者为闽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化诗学研究所副
所长）

责任编辑：周玉宁 王 昉 电话：（010）65914510 电子信箱：wyblilun@sina.cn 2013年9月11日 星期三经典作家

从文化传播或我的感受角度可以说：我与鲁
迅有“三缘”。

首先是有“人生之缘”。因为人生体验的相
近可以拉近心灵的距离。尽管有时代的变迁甚至
是改朝换代的巨变，但苦难人生的体验大抵仍是
相通的，特别是青少年时期经历的“家道中
衰”，令我对鲁迅有颇为深切的认同，那看透世
态炎凉、世人面目的心境也似乎萦绕于心而难以
摆脱。清末发生于周家台门的“家道中衰”，和

“文革”中我所经历的“家道中衰”固然有明显
区别，比如鲁迅祖父的科场案和我父亲的“走资
派”各有其“时代特色”，但引发家境大变而从
小康之家堕入穷困则庶几相近。鲁迅故事具有很
浓的励志意味，即使在非常强调政治或革命的时
代，接触鲁迅生平的有心人仍能在感叹人生维艰
的同时，意识到人生与磨难的关联及其锻炼意志
的意义，意识到苦难人生恰可以增强人生历练和
适者生存的能力，从而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和智
者。我与鲁迅的结缘，还曾使我长期节衣缩食省
出钱来购买与鲁迅相关的书籍，并且喜欢购买

“金不换”毛笔和模仿鲁迅式的书写“行为”，从
中似乎也能体会到与鲁迅精神气息的相通相连。
近年来，我还乐于效法鲁迅用书法馈赠师友，特
别是爱书写鲁迅的诗文以赠友人。窃以为这也是
传播鲁迅人生经验及“鲁迅文化”的一种方式。

其次是有“学研之缘”。生存有赖学习，特
别是“异地求学”，令人逐渐将人生的蓝图展
开，习得文化话语和生存本领，其意义至关重
要，虽圣贤和草民皆莫能外也！我从小学起就接
触了鲁迅，“文革”中即使在“戴帽中学”就
读，也能接触鲁迅，尽管那时被阉割的鲁迅多被
曲解和利用，但诚实的人依然能从鲁迅的诸多言
语中体会到人生的启迪和批判的犀利。待恢复高
考进入大学，我在本科学习阶段便自觉地多接触鲁迅，并得到过著
名学者吴奔星、陈金淦等老师的教育和点拨。特别是在吴奔星先生
的悉心指导下，使我写成了题为 《试论鲁迅〈野草〉国民性思想和

“化丑为美”艺术特色》的毕业论文，并在毕业后有机会借重此文参
加了江苏鲁迅研究会及该会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会后即下定决心要
考研究生了。于是报考了西安一所高校，并由此从苏北到西北开始
了数十年“走西口”的人生历程。硕士阶段，我读了很多关于鲁迅
的书籍，其中有我导师黎风的老师李何林先生关于鲁迅的书，也有
很多鲁迅同时代人的回忆录和后来者的研究著作。我在读研期间写
过不少习作，其中发表的就有 8篇，半数皆与鲁迅有关。为了熟悉
鲁迅研究并撰写硕士学位论文 《鲁迅与茅盾农村题材创作比较观》，
我曾转益多师，向林非、单演义、张梦阳、张华、王世家等先生当
面请教，受益良多。特别是我第一次踏进中国社科院大门见到了张
梦阳先生，听讲之余还看到他在研究室屋中放着小床，得知他经常
不下班就在这里从事研究和休息，我才知道搞研究可以如此专注和
拼搏，这对我确实有着很大的启迪作用。毕业后，我仍然坚持从事
鲁迅研究，曾和师弟阎晶明合作论文 《建构“立人”的系统机
制——鲁迅论中国人》，此文发表后即为人大报刊资料复印。后来，
为了进修，我进了北师大王富仁先生家的门，为了攻读博士学位我
又进了武汉大学易竹贤先生家的门，都多有增益、多所承教、多有
启迪，也多有故事，这里就不多说了。总之，我与内地的东南西北
中不同地域的老师们都多少结下了学研之缘。我曾在关于鲁迅的两
本著作《民族魂与中国人》《全人视境中的观照——鲁迅与茅盾比较
论》（有内地和台湾两个版本） 的后记中，对相关情况都有所介绍，
这里且从略。但不能从略的是我对许多学术先辈、老师及编辑先生
们的感激之情！

再次，我与鲁迅有“教研之缘”。如果说我在 20世纪 80年代初
担任中学语文教师时，还只能“传授”鲁迅作品，那么当我于1986
年成为高校教师后，则一直注意将教学和科研紧密结合起来，使之
相互促进。从教过程中，讲授鲁迅及鲁迅研究成为我最喜欢的课
程，与研究生们讨论鲁迅，也成了教学相长的有益之事。我曾多年
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鲁迅选修课，讲授鲁迅时经常脱稿发挥，且
能理论联系实际，讲述鲁迅与人生、与文学、与社会、与世界以及
与时政的种种关联，显示着“学为世用”的学术取向。比如，我曾
有意识地引导我的博士生周惠研究鲁迅与自然灾害的关系，且很快
在 《鲁迅研究月刊》 上发表了论文，其后续的博士学位论文 （获得
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 也包含这方面的研究内容。我常常
引导学生进入鲁迅研究的“实验场域”，强调实验性研究与鲁迅研究
的关联，认为在此基础上的学术进取具有实验性和挑战性，在鲁迅
研究中进行学术操练，可以获得学术经验和学术信心等等，对于从
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人们来说，往往具有特别重要的奠基性的
意义。近年来，我仍热衷于从事鲁迅研究方面的活动，兼任着中国
鲁迅学会副会长、《国际鲁迅研究》集刊编委等职，不仅积极组织过
全国性的鲁迅研究会议，主编了《言说不尽的鲁迅与五四·鲁迅与五
四新文化运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还特别能够坚持引导研究生关注
鲁迅研究，近期就与我的多位博士生研究了有关鲁迅的多个论题，
且都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当我在出国旅途中撰写这篇小文时，我觉得鲁迅及鲁迅文化滋
养了我和我的学生，进而也与这个生生不息、春秋代序的世界发生
了耐人寻味的关联。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

从 1996年发表解读 《阿 Q正传》 的
那篇1.6万字的论文习作《文化断带上的
游魂》 算起，到今年秋天，我涉足鲁迅
研究整整17年了。这已接近鲁迅从 《狂
人日记》 开始的白话文学写作生涯的全
部时长。但在了解、认识和研究鲁迅方
面，过去这17年，对我来说，至多只是
经历了登堂入室前后的几步胡乱摸索。

与许多前辈一样，我最初闯进鲁迅
研究领域，不仅偶然，而且懵懂，与其
说是出于自己的觉悟，不如说更多地是
为了模仿和追随。所模仿和追随者，当
然不是那会儿即便在文坛和学界的很多
角落，都已经走得很远的鲁迅本人，而
是近在身边的鲁迅研究名家：为我们连
开几门课的王富仁老师、时时出现在讲
座和答辩会上的钱理群老师。今天再
看，王老师和钱老师他们，在鲁迅研究
史上，其实仍是“肩住了黑暗的闸门、
放孩子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的一
代。贯穿在他们的表达和思考中的那种
沧桑感、沉重感和宏阔感，在他们那里
已经有了最好的形式和效果，用不着也
不可能由谁来模仿和追随。

意识到这一层，是在我自己尝试写
鲁迅研究论文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对
鲁迅和鲁迅作品本身的困惑所在和兴趣
所向，无法叠合进自己想要模仿和追随
的几位老师惯用的论述框架内。在那样
的论述框架里，鲁迅的伟大和崇高，已
毋庸置疑、无需求证，要推究勘定的，
是鲁迅具体在怎样的意义或维度上成就
了他的伟大和崇高。而对我这辈人来
说，鲁迅其人其文的伟大和崇高，还是
一个必须靠我们自己并且用我们自己信
得过的方法来重做验证的新命题。

1997年，我离开鲁迅生活过14年的
北京，来到鲁迅文学生涯最后10年历史
现场的所在地上海，攻读博士学位。这

年秋冬，我平生头一次一字不落地逐卷
细读了《鲁迅全集》，并且做了系统的笔
记。这一时期，我未能在自己的专业方
向当代文学之外，再听到鲁迅研究的专
题课和专门讲座，却有幸多次蒙王晓明
老师召唤，到丽娃河畔的华师大文科楼
中文系和巨鹿路的作协小洋楼底层会议
室，参加主题非关鲁迅、气氛却颇似我
想象中的鲁迅时代的文青聚会的研讨。
在这种场合，晓明老师竭力启发并且殷
切期待年轻朋友们踊跃发言的神情，每
每使我想起北京 《鲁迅研究月刊》 编辑
部烟雾缭绕之中的王世家先生。

身为历史人物的鲁迅，如果还确实
不曾被岁月的流沙所淹没，那么，一定
是我们眼前的现实世界里还存留着一片
空间，需要和他极其相似的某种文思风
范、为人做派和精神气质来释放光亮、
播撒温暖。借着这不期而至的光亮和温
暖，我在上海写出了自己的第二篇鲁迅
研究习作、2.8万字的《〈狂人日记〉与
中国现代人格的生成》，也开始关注王元
化先生从反思“意图伦理”的角度重审
五四、张灏先生对五四思潮的两歧取向
予以剖析等鲁迅研究的周边学术动态。
鹿鸣书店新上架的两本书，乐黛云先生
主编的 《当代英语世界鲁迅研究》 和李

欧梵著、尹慧珉译的 《铁屋中的呐喊》，
也被我买来细读再三。从这些阅读中，
我清晰地看到了一个不同于我此前认识
的新的鲁迅形象。他不再耸立于单纯仰
望的视域中，因此也不再显得那么巍
峨、轩昂。但他在一种设身处地、感同
身受的等位对观的新的感知视角下，焕
发出了比刻板僵硬的巍峨、轩昂，比辉
煌庄严的伟大、崇高，都亲切得多、生
动得多、也可信得多的活力和激情。

2000 年，我自复旦毕业重返北师大
从事博士后研究，终于得到机会，第一
次把自己的专业思考和写作聚焦于鲁迅
研究。在王富仁老师的鼓励下，我选定
了鲁迅杂文的课题。这时，鲁迅杂文已
经比鲁迅小说让我更感疑惑和更急于一
探究竟。杂文不是鲁迅的全部，但不理
解鲁迅的杂文，也就谈不上理解鲁迅。
而要理解鲁迅杂文，重要的是把握它完
整的肌体和脉络，绝不能止于搜寻吉光
片羽或紧盯一鳞半爪。两年时光，匆促
飞去，刚够我这准备一网打尽、涸泽而
渔的鲁迅杂文研究铺开场地、摆下阵
势。第一阶段历时性的鲁迅杂文细读，
帮助我依稀辨识出了鲁迅从留日时期到
新青年时期，再到五四、女师大风潮、
五卅和三一八时期，面向人生、社会和

文学的多重困扰和多重追求，及其思
想、情感和文体上发生的一连串复杂变
化的重要印记。

为把这些心得充实、完善成可供学
界同好共同切磋的严整形式，我费了好
几年工夫，陆续整理发表了约10万字的
系列论文，但总还是觉得言不尽意、力
有未及。此后我读写思考的重心，落在
了之前研究的遗留问题和相关知识空白
上，比如鲁迅辑校古籍、鲁迅留日期间
的文言译作、鲁迅书信、鲁迅译文序
跋、鲁迅著作和译述中的域外因素。这
都是我以往不很熟悉的领域。所幸的
是，张梦阳、赵京华、李冬木、张钊贻
等老师的一系列著作和不经意中的指
点，给了我雪中送炭似的帮助。近来我
写的几篇有关《伤逝》《朝花夕拾》以及
鲁迅后期杂文与鲁迅和尼采的论文，反
映的正是这方面的一些初步收获。

就在这效率低得仿佛磨洋工的劳作
中，跨过“四十而不惑”之年的我，却
常会不由自主地怀疑，自己的鲁迅研究
是否已在一不留神之际走了没出息的

“老路”或者剑走偏锋的“邪路”。可有
时转念想想，我这自我怀疑八成也是多
余。在当今这个所有的鲁迅同时代人都
已凋零殆尽的、真正的后鲁迅时代，和
鲁迅对话、拿着鲁迅说事，不早已成了
一种公共的话语权利了么？在这样的年
代，对我们这些读熟了 《鲁迅全集》 和
鲁迅史料的人来说，坚守住自己实事求
是的学术品质底线，不跟风，不起哄，
不为形形色色的消费鲁迅的八卦和花边
站脚助威，更不从中捞油水，只为自己
认得准、信得过、靠得住的鲁迅说话，
兴许这就是一条对得起鲁迅、也对得起
我们自己的读者的堂堂正正之道。

（作者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
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

走近鲁迅十七年
□李林荣

我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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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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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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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

鲁迅的至诚之声
□沈金耀

凡熟悉我的朋友，都说我是“吃鲁迅饭”的人。
也好，我很乐意接受这个雅号。因为，能“吃定鲁

迅饭”，又能为鲁迅工作，无疑是光荣的。
早在读小学五六年级时，语文老师就给我讲鲁迅

“踢鬼”的故事，并借 《鲁迅作品选集》 让我硬啃。因
而，我幼小的心灵就慢慢竖起鲁迅的形象，觉得“迅哥
儿”真可爱可敬。于是，中小学时代，我读了鲁迅的小
说、杂文，并做了许多读书笔记。读大二时，张向天的

《鲁迅旧诗笺注》 出版，引起海内外一片热议。我感到
更大的兴趣，广集有关资料，摘编几大本注释、探索鲁
迅诗的各种观点，随时写下自己的见解，并去信向名家
请教。没想到，竟收到许广平热情的回信，给我莫大的
鼓励。大学毕业前，我终于编写了一本 18 万字的 《鲁
迅诗集释》，后来我一边工作一边研究，1982年由花山
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著的 20 多万字的 《鲁迅诗浅析》。
从此开始，我坚持不懈学习、研究鲁迅。至今，我已有
多部鲁研专著问世，如 《鲁迅与青年作家》《鲁迅学论
稿》《鲁迅与郁达夫比较论》《难雕的塑像》《鲁迅作品
赏析与教学》《鲁迅作品人物图曲》 等，我还连续编辑
出版了《广东鲁迅研究》《鲁迅世界》《民族魂》等鲁研
杂志。其中《民族魂》是我与友人自掏腰包，送给鲁迅
与鲁研的礼物，得到了海内外鲁研界的赏识。

朋友们都说：“没有鲁迅就没有郑心伶的今天。”其
实，大凡与鲁迅有不解之缘而又乐于吃“鲁迅饭”者，
不知怎的，也都多少沾上一点鲁迅式的“华盖运”。

20 世纪 60 年代初，我曾在课堂上引用鲁迅的话，
说从大石头底下爆出来的芽芽最壮最旺，借以勉励青年
学生不要怕困难与重压，经受磨难的人会更坚强。岂
料，“文革”一发生，就说我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不
满，“大石头”的比喻是别有用心的。于是，押我戴高
帽游街，备受肉体与精神上的折磨。待到“文革”进入

大批斗、大清队，要我“深挖灵魂”时，我为了不吃
“眼前亏”，又假借鲁迅讲的故事，说我个人主义已膨胀
到极端，妄想地球上只剩下我和我老婆，还有一个卖烧
饼的。此语一出，立即受到工作组的“表扬”，号召老
师们都要像我这样“敢于斗私批修”，并让我继续工
作。但好景不长，1975年年底，我到省里开会，回来大
力宣传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谁知马上又掀起了

“反击右倾翻案风”，说我是“邓小平的吹鼓手”，又要
公开批判我。恰好，我的书稿《鲁迅诗浅析》连同别人
的控告信，几乎被同时送到刚从省委派来兼任区党委书
记的李尔重手中。他经过一番调查之后，不但立即撤掉
专案组，还亲自到学校表扬我，安抚我，不久便特地推
荐我到广州从事鲁迅研究工作。他还亲自写序，出版我
的第一部鲁研著作。从此，我真的变成专吃“鲁迅饭”
的人了。几十年来，每当有什么困难，我都想到“为鲁
迅工作是美丽的、幸福的！”虽然曾有人笑我：“咦，这
年头还搞鲁迅研究？”有升职、出国、下海的机会，我
都不以为然，仍坚守鲁研岗位，与同伴们一齐发出“人
在阵地在”的誓言，把普及宣传鲁迅的工作深入到课
堂、基层，让“学习、研究、宣传鲁迅相结合”，取得
了可喜的成果。难怪有不少鲁研专家著文说我们此边

“风景独好”。林非还特别“戏说”我是“南天一柱”
呢。

当然，此一时彼一时。我们的鲁研工作，要从“公
办”转为“民办”，尚有漫长曲折的路，前景难测。但
我们碰上天大的困难，也能撑得住。有鲁迅的硬骨头与
韧性精神在，鲁迅研究是不会萎缩不前的。何况，我们
的“鲁迅探寻”仍在持续。如今，我虽已“退场”（退
休），但鲁研决非“退役”。是鲁迅让我们这些“吃鲁迅
饭”的人，真正着了魔。其思想、精神、人格是最高
尚，最有魅力的。鲁迅是一面旗帜、一部经典、一种力

量、一个目标，“真”与“爱”永远铭刻在我们的生命
版本上，以续不老的鲁迅情缘。

“吃鲁迅饭”有啥不好？我是吃定了。但愿此碗
“鲁迅饭”吃得更香更饱，让鲁迅之“魂”，真正附体、
入心、开窍。也希望更多的同道者，携起手来，在鲁迅
研究的道路上并肩前进。管它风云如何变幻莫测，“民
族魂”鲁迅及其文化地位，在全世界是不会褪色、退席
的。

（作者为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广东鲁迅研究会会
长、《民族魂》主编）

“鲁迅饭”，我吃定了
□郑心伶

（上接5版）
尤其是整个世纪中有关改革的

思想，总是围绕着诸如民族想象、国
民信仰、政治文化、都市进程等基本
问题，在中西文化思想的激烈碰撞
下展开。鲁迅对 20 世纪初期中国
社会改革中的一些基本问题都有过
深度的介入，而且这些介入都是在
一种世界性的立场上进行的。所
以，今天我们建构鲁迅精神的世界
性意义，当然要关注这种世界性立
场，但对鲁迅这种处于时代巅峰的
思想家而言，仅仅关注他的世界性
立场是远远不够的，鲁迅同无数现
代先进知识分子一样，为了改变民
族命运而积极介入中国社会问题的
思考。而他与很多现代知识分子不
一样的地方在于，他是在中国这块
文化土壤里诞生出来的一个思想独
行者，他从来就是立足在中国的土
地上、立足在“当下”这一时间维度
上，以自己对于中国民族生存现实
的极其个性化的生命体验为基础，
来考量、思索和辨析中国社会存在
的问题，甚至他在观察中国改革带
来的混乱时也曾命名为“中国式”的
混乱。所以，鲁迅对于20世纪中国
文化史的贡献乃是他提供了一种极
其鲜明的、具有民族本土性和生命
个体化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思想，鲁
迅思想的世界意义，或者说鲁迅思

想作为中西文化对话的重要资源的
依据，更为重要的恰恰是这种世界
性立场所依托的在鲁迅个体生命中
集聚起来的本土经验。歌德在谈到
世界文学的概念时曾经提出越是民
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命题，但我在此
之所以不用“民族经验”，而用“本土
经验”来概括鲁迅精神世界性质素
的个体基础，就在于“本土经验”是
在历史与当下、民族与个体的联
系、对立中揭示了鲁迅精神的独特
性。从民族本土经验与个体生命体
验相熔铸的观点来阐释鲁迅思想在
现代中国思想界不可取代的独特
性，即使对于海外汉学近来比较流
行的认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
是想象的历史，民族国家只是存在
于知识分子的各种文字记叙中的学
术观点，无疑也能给予深刻的理论
回应。

前些年有些学者机械地将五四
新文化运动中的两个代表人物胡适
与鲁迅对立开来，认为鲁迅代表的
是批判精神，胡适代表的是建设理
念，而现在已是建设的时代，所以需
要的是胡适理念，而不是鲁迅精
神。这不仅是对鲁迅与胡适的误
读，对时代的误读，也是对 20 世纪
世界文化精神主潮的误读。批判与
解构，这是20世纪以来世界文化精
神发展的一种主潮。五四新文化运

动初期，鲁迅与胡适都是积极“打
鬼”的批判派，只是后期做了大使和
中研院长的胡适进入体制，批判的
精神有所减弱，而鲁迅本人则毕生
都在致力于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
这种社会文明批判秉持着的是民众
的立场、人本的理念，体现出的是
积极介入现实的公共情怀、独立思
考的精神原则、以及不惮于做少数
派的英雄气度，当然也包括鲁迅在
个人信仰上的纯粹性。这种批判精
神，可以说上承马克思、尼采，下
接萨特、法兰克福学派、德里达，
是 20 世纪中国精神与世界精神主
潮的一次成功对接的范例。当前西
方文化的发展状况如何，很难一概
而论，但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建
设，积弊重重，痼疾甚多，仍然需
要鲁迅这样的具有纯粹信仰的批判
型文化战士来承担社会文化批判的
任务，来体现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
知在社会文化发展中的中坚作用，
使民族的发展、社会的建设始终保
持一种人本的取向、清醒的精神和
理性的态度。只有在这样的意义
上，鲁迅精神和鲁迅研究才能成为
世界了解中国社会改革的窗口，成
为中国与世界对话的一种文化精神
资源。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教授，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


